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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电影中上海城市形象书写的反思

金丹元　高莉娅

摘　要：随着上海在全球语境中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电影将上海作为故事发生的地域背景搬上大

银幕，有些影像表达确实程度不同地揭示了上海的空间变化和文化态势，但有些则是借助上海国际都市的

全景视野暗藏作者个人的社会批评和文化观点，或是完全凭一己想象为上海贴上不合逻辑的身份标签。文

章就此来阐释全球化语境下对上海自由抒写 “想象能指”的可能性并对上海的影像表达做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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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８９６年以来，电影摄像机在不断诉说上海城市的空间造型与社会秩序，在镜像话语中为上海塑

造它独特的文化形象标识。但是，电影文本对上海城市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表达，以及其中潜藏的作者

个人主体意识的转述等又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肤浅式表述的困惑。如虽是对海派文化阴柔气质一脉相

承地延续，但电影文本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却始终无法回避在全球化视野下，上海都市对自我身份认证

的焦灼和发展现状的担忧；在题材选择上，“旧上海”景观的创作风潮逐渐走入了程式化的死胡同，而

对当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描摹又常常流于表面，难以触及城市文化的深层，更谈不上鞭辟入里，作者个

人化的诉求往往会转化为极具个性化、边缘化色彩的猎奇。凡此种种，都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并就

此而叩问究竟该如何复活海派文化的活力。

一、对上海城市女性形象表征的反思

在当代艺术文本对上海形象的言说中，女性形象一直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

后的电影艺术中，它们或将女性作为绝对的叙述主体 （如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或将女性放在能影

响、决定男性命运及事件发展趋势的地位 （如 《天堂口》中的露露），影像艺术试图通过这种性别意识

和性征印象来描摹城市的现代性格以及与海派文化的内在趋同性。

当女性成为上海城市的性别代言之后，男性的传统力量便渐渐消失。影像文本里的男人开始萎靡

不振、懦弱胆怯，从中心步入边缘，在与女性的对比中，男性显得孱弱无力，甚至屈服于女性的权威

之下。《做头》里安妮老公对安妮的唯唯诺诺、言听计从，《上海宝贝》里的天天是个性无能，《茉莉

花开》里的邹杰在妻子的质疑中选择卧轨自杀。当代电影中的上海男人在喧嚣都市中的身份地位似乎

一落千丈，从生理机制的羸弱到生存空间的压缩，虽不能断言与传统的男权意识迥异，倒颇似明清世

情小说里的多情公子、粉脸小生一类。雄性荷尔蒙在电影文本中的锐减昭示了镜头正在以女性的视角

梳理上海城市的肌肤和纹理，而这种性别心理特征的内在置换，也让银幕上的上海形象增添了一丝海

派风韵的阴柔与温婉。这种影像化的性别表征来自上海都市对自身发展现状的隐忧以及对其所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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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困境的反思，同时，也折射出一系列在后消费时代、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爆发的 “城市化”、“现代

化”的都市症候群。

首先，当代上海开放、西化的城市形象助长了女性凭借风姿绰约、卖弄风情来显现其现代性与可

消费性的风气，于是乎，电影里女性形象所沾染上的欲望渴求，着实成为如今商业浪潮席卷下的上海

市民心态和城市浮躁气氛的真实写照。但是，在大多数艺术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参与或多或少都被当

作欲望叙事中一个被对象化了的 “他者”形象。女性先天的性别弱势使其往往只是上海城市情欲、物

欲的某种暗示，在影像世界的命运遭际又与上海城市的性格特征有着一种难以言说，只可意会的勾连。

电影 《色戒》里 “色易守、情难防”的混沌空间正是上海文化景观冲突状态的再现，王佳芝与易

先生之间从身体的激情宣泄到最后暧昧情愫的恣意蔓延，身体肌肤的随意袒露与上海的欲望萌动融为

一体。电影 《做头》将 “做头”当成女性日常生活必不可缺的精神享受，甚至是值得炫耀的 “资本”，

做头的本身就是欲望的入口。《天堂口》里的露露在影片中承担了被男性窥视及占有的角色，她成为开

启阿峰野心欲望的导火索，也直接酿成了马克、洪哥等人的悲剧下场。由是，借助对女性风情万种的

强化及其身体的暴露，城市景观中的拜金、索求和征服欲望浮出水面，成为作者忧思焦虑的表达对象，

而影像中的女性既是催生欲望的诱因，又是欲望燃烧后被利用，或被牺牲的祭品。

其次，上海城市中的女性角色也可能承担起道德惩戒的指向性功能。当女性被作为 “窥视”的欲

望客体出现在文本中时，电影叙事总是将其定性为缺失传统礼法和道德观念的 “原罪”个体，结局或

是惨遭凌辱、伤心欲绝；或是万念俱灰、走向灭亡。《做头》里的安妮因为僭越了传统的婚姻道德观最

终被 “华”抛弃；《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温存、优雅，但这位近乎完美的女人在经历了与四个男人的爱

恨情仇之后，依然一无所获，令人唏嘘；《阮玲玉》中，即使是一代名伶，也仍然敌不过舆论的重压和

世俗的偏见，留下 “人言可畏”四个字便草率地结束了生命。《色戒》中的王佳芝在理智与情感的迷局

中伤痕累累，她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 “受虐”以及走上断头台的命运，不仅没有得到同情，反而招

来骂声一片，甚至王佳芝的扮演者汤唯也在电影上映之后遭到长时间的 “封杀”，这种 “道德失范”的

惩戒力量从文本内延续至现实中，再一次为上海城市与女性形象之间关系的悖论做出佐证：婀娜多姿、

性感妖娆的女性形象是流光溢彩、多元动感的现代上海的影像写照，对女性的道德批判潜藏着对上海

城市化发展的质疑以及对传统的询唤。另外，女性角色的命运遭际和心灵创伤能否在都市风尚与主流

话语间寻找出平衡的支点？上海该如何在对自我存在给予肯定的同时加深对历史诉求的理解，在经济、

科技、金融等各领域都较领先于其他城市之际，该如何从影像上处理好与海派文化的承继关系以及自

身的文化发展？凡此种种，都是亟需思考和解决的命题。

第三，女性形象代言下的影像上海始终无法驱散其阴柔秀雅的气质，因而也较难在政治和经济权

利的分配上获得相对强势的地位。女性角色的身份认同、机缘际遇以及命运轨迹的起承转合是被雄性

力量支配和领导的，而且，当女性人物遭遇到一个比它自身更为强大的话语系统时，性别劣势就会在

观影中被放大。如 《上海宝贝》中的中国人天天是个性功能障碍者，而德国人马克却是位温柔体贴、

拥有超强性能力的外籍商人，这种现实关系的比照让已经取得了骄人成绩的上海都市仍旧有点自惭形

秽，颇有些 “高处不胜寒”的味道。上海女性的内在需要不断升级又得不到满足时，宁肯矮化自我投

向洋人的怀抱，也不愿意与同种同族的男性再续写毫无情趣的恋情。这种迎合西方世界、不断 “自我

东方化”的潜意识也是伴随着上海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慢慢滋长的。对自我形象的疏离和焦虑成为荣耀

映照下的上海乃至当下中国人无法摆脱的 “现代化病症”的一种情结，也透露出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现

代性的 “都市惶恐”。

被渲染成 “资本与消费”的乌托邦的上海城市，到处漂浮着觊觎他人的野心和不断膨胀的欲望。

电影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不仅成为城市现实欲望的间接表述，而且有关女性心理、性别特性和功能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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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绘都与这座城市的历史经历、集体心理互为表里，并始终以一种悖论的姿态凸显于世人面前。那

么，该如何消解这种悖论，让现代性在关于上海的叙事中得以重新书写，这恐怕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难点吧。

二、对 “旧上海”景象的程式化怀旧

除了外滩、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外白渡桥等经典的现代上海地标式建筑以外，当代电影中的旧

“上海滩”影像也是一个被反复刻画的时空符号。创作者将上海的现实空间、社会关系以及都市心态在

发展维度中与历史文化景致做出想象性地巧妙缝合，让观众对 “旧上海”形成某种既定的景象模式。

当然，随着上海人自我焦虑的文化乡愁缓缓袭来，“旧上海”的形象也承担着作者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

海都市景观的记忆复现以及对现实、历史的双重隐喻。

那么，为何这么多的电影都如此执著地钟情于描摹 “旧上海”的历史回望和情感纠葛呢？首先，

历史记忆的重构与当下都市景观在时间维度上可以作为互相比较的参照。无论时局多么混乱， “上海

滩”街头永远是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人间天堂，这和今天上海在国际视野下越发重要的经济枢纽地

位遥相呼应，也是淡化政治色彩的海派文化重视商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旧上海”的银幕形象塑

造与海派文化的历史渊源分不开，是国人 “殖民心理”的间接影射。“上海的现代化是凭借外力被嫁接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之中的”，［１］当怀念过去那一段忧郁悲恸的历史时，生活在其间并享受着上海摩登风

情的人们可能会不由自主地陷入那些浮华旧梦之中。最后，“旧上海”影像可能幻化为作者个人难以割

舍的情结来掩饰海派文化断裂后始终存在的自我焦虑。海派文化自其诞生以来就与西方各种思想、主

义盘根交错，很自然地会产生对自我存在的隐忧，那么，选取最耳熟能详的某个历史片段作诱惑性地

城市改造，抑或也是一种不错的嫁接和转移。

在怀旧情绪的影响下，“物质”和 “资本”在上海城市兴起过程中又是无法缺席的在场，影像中的

老上海似乎就成为旧中国 “骄奢淫逸”的代名。在 “十七年”时期，各种有违传统革命认知和阶级立

场的生活情趣和物质享受，包括咖啡、高跟鞋、酒吧和洋房都被当作 “诱人堕落”的符号。６０年代的

电影 《霓虹灯下的哨兵》就将上海都市视为资产阶级光怪陆离的生活场域，电影承担了对都市资本主

义物质文化的批判，对上海城市浮华气质的革命规训。然而，近二十年来，影像中的上海书写又完全

被大量的时尚元素，身体符号或后现代式的碎片叙事所包装，对 “旧上海”概念化的都市印象和程式

化的景观描写影响到当代电影在内容、格调及题旨等方面的衔接，这在许多红色革命题材的海派电影

中都可见一斑。如 《红色恋人》中的革命情怀被置换成一段三角恋情，贴上 “殖民”标签的上海城市

将宏大的革命题旨遮蔽起来，革命只是这段浪漫爱情的调味品而已。《紫蝴蝶》偏离了传统的革命话

语，将本该负载的政治询唤功能转为一种 “小资”的个人化的叙事体系。可见，越来越多的电影会不

知不觉地让上海从革命的策源地转化为人性矛盾自然流露的城市仿像，要描述一段发生在上海城市内

的革命传奇故事，总是不像在其他城市一样来得简单；对上海已经形成的 “小资”、“西化”的固定印

象必然会悬置上海城市的革命功能。

当今电影对 “旧上海”景观的描摹已经挣脱了传统的宏大叙事，而是以一种怀旧的、小布尔乔亚

的伤感情绪将风花雪月的故事娓娓道来。重复出现的构筑 “旧上海”意乱情迷、颓废华美意象的经典

地域标签，过于精致的画面以及自恋而轻佻的氛围往往会消解这座城市本该持有的历史厚度。其结果

是用简单化的空间概念为观众堆积起一串串单一浅显的历史记忆，而忽略了现代史的真实面貌、事件

的来龙去脉以及人的生存方式。

许多香港导演对 “旧上海”题材情有独钟，他们旨在利用微妙的空间转移和文化隐喻，在银幕景

观的多重能指中营造出跨地域的文化全景和城市形象。其中，王家卫导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尝试。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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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花样年华》虽然叙述的是香港往事，但是文本依托的空间环境却是模糊暧昧的影像表达：“苏丽珍

和周慕云，他们都说着吴侬软语，骨子里渗透着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观念”，“旧上海的影子依然

无法摆脱”。［２］这在王家卫导演的其他影片中也留有明显的痕迹：“《阿飞正传》虽然讲的是香港的事

情，但 ‘阿飞’一词本是上海的叫法。《重庆森林》实际上跟重庆没有多大关系，那个城市看上去更像

是上海，仿佛也是旧上海派生出来的一个副本”。［２］可以看出，王家卫导演的众多影片都在有意无意地

强化上海与香港两座城市之间的记忆纠葛，香港是旧上海反射的镜像，而上海又是香港的母体，几乎

王家卫所有以香港为叙事空间的电影都呈现出这样一种对上海的怀旧情结和乡愁文化。因为相似的殖

民背景和文化经验，加之１９４９年前后，大量上海实业家和商业巨子迁徙至香港重振旗鼓，上海、香港

两地的文化人、商人、明星互相往来频繁，致使香港与上海自一开始起就有着互为 “双城”的关系，

彼此在命运上相互重叠，互为参照。凭借对旧上海印记的点滴拼贴，王家卫对六十多年前上海景况的

复写和回望隐现出香港人对旧上海浮华一梦的深情依恋和痴迷，建构了一个与之相重叠的影像香港，

抑或说是一个摇曳着慵懒、奢靡情调的旧上海想象。但是，仅凭借一股浓烈的 “怀旧乡愁”无法跳出

创作思维的局限，难以达到对城市肌理和海派文化真正底蕴的深入开掘；表层影像的一再复制把 “旧

上海”变得单一和模式化，反而降低了它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人文品位。

三、对当代上海城市空间的个人化隐喻

当投射在大银幕上的空间景象、城市景观与电影文本叙事的宏观意志相联系，再加上创作者个人

有意识地赋予它们以文化情绪时，现实的城市便会被构建成具有美哲学意味的视觉意象，“原型”城市

也就有了更为丰富、多元，也更具个人化色彩的文化想象。

如今，“上海状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城外的人被它绚烂夺目的外表迷惑，希冀能从它百变、多

元的城市形象中不断接受关于 “时尚、潮流”的启蒙教育；而处于城里的人却对上海有着较为客观和

真实的体验。于是，有人借上海都市的 “围城”意象向观众传达作者对都市人情冷暖的迥异认知；有

人则在对社会文明进程的反思中，将上海视为充满矛盾、质疑的对象而注入了更多作者自己对现代性

的理解，如是，影像上海又呈现出各种读解上海的悖论。如近些年来，尤其是在以上海为背景的好莱

坞电影中，上海都市成为 “漂浮的能指”和能动的想象，是一个仅凭外来者 “初次印象”就可自我编

织的开放空间。《红美丽》为观众展现了高速发展下的上海城市图景，但是，上海只是故事虚有其表的

背景装饰，即使发生地点换在另一座发达城市，电影也丝毫不会受到影响。《致命紫罗兰》里的上海城

市毫无情感血肉和视像隐喻，只是一个遭受病毒威胁的恐怖空间的幻想地而已。《碟中谍３》里惊险的

打斗场面跨越了柏林、梵蒂冈、上海、切萨皮克湾大桥等好几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却使观众根本找

不到非去那里的理由。出现在影像中的金茂大厦、黄浦江隧道也没有与叙事的情节逻辑产生因果关联，

而只是单纯用上海异域的现代建筑和都市镜像来达到刺激的画面要求和紧张的心理节奏，全然缺乏对

上海地域的文化思考。

《上海之吻》是一部讲述海外华人对自我身份产生疑虑的影片。凭借对上海的猎奇和第一眼好感，

片中的上海成为完全开放的摩登天堂：浦东的建筑群、被霓虹照亮的巨幅灯箱广告牌，就连夜总会里

的酒家女、路边卖茶叶蛋的老奶奶也都能进行简单的英语会话，繁华的上海景观让男主角很快找到了

似曾相识的亲近感。导演将上海作为男主角寻根认祖以觅得文化认同的栖居寓所，简单地将上海等同

于中国，视其为亲情真心、国族身份的象征。但试想，假如男主角的家乡并非上海，而是中西部某个

偏僻的乡村，那么他是否还愿意回到家乡，对自我认同的心理建设还会进行得如此顺畅吗？

其实，在国内众多的电影叙事中，尤其是在非上海籍导演的电影文本中，也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困

惑。如 《夜，上海》利用相对开放的城市空间作为对上海独特气质的暗示和各种隐喻的载体，为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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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情感迷失和自我寻找提供了多种可能性。面对窗外璀璨的灯火，喧闹的街巷，直树所面临的困顿

局面被不知不觉地消解了。影片里，外滩、锦江乐园、陆家嘴等不同方位的地标式建筑从现实中被独

立地抽离出来重新组合，建构出一个充满诗情色彩的文化地理空间。出租车所代表的寻找、流浪和前

途未卜，再搭配林夕身上颇具波西米亚风格的随意服饰，迷幻的童话色彩、浓郁的商业气息，都在当

代上海都市镜像的切割与拼贴中被毫无遮掩地敞开了。电影里直树是以 “他者”的身份介入的，但是

他对上海没有任何疏离，反而在流动的姿态中收获了心灵的抚慰和快感。电影没有建构立体鲜活的叙

事空间，只是流于平面地附和着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身份表象，对其光鲜亮丽的外表做一番景观审美。

很明显，这是一部对上海不甚了解，或是说只想打造 “灰姑娘”童话故事的电影，它仅仅只是碰触到

一座城市外表的皮毛，有关这座城市内部真正的文化态势和市民精神却远未触及。

然而，市场资本对上海传统生存空间所造成的挤压却在为本地导演提供新的关注焦点。导演彭小

莲虽然是湖南人，但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长时间在上海

居住也让她成为半个上海人。《美丽上海》在片头有这样一段话：“二十世纪初期，上海建筑起一片欧

式的花园洋房。后来，渐渐搬进去很多人家，共同住宿在一个屋檐下，这成为上海都市文化中的一道

特别风景。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栋小洋楼里……”很明显，影片一开始就提出了这座城市不可

忽视的尖锐矛盾：住房。对于寸土寸金的上海来说，传统的寓所正在遭遇现代栖居方式的冲击，这当

中又能引申出各种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矛盾：兄妹四人分别象征上海城市里几股不同的文化传统、价

值观念正在角力，本土与外来，历史与当下。彭小莲凭借对上海城市结构和市民饮食起居的了解，以

淡淡的笔墨勾勒出一个她认为的潜藏着虚情假意、孤独冷漠的上海都市的某一层面，在它虚华的物质

诱惑下遮掩着城市里亲情的缺席。

上海导演娄烨的 《苏州河》用 “不撒谎的摄影机”赤裸裸地打破了观众对上海城市的惯有想象，

迷离摇晃的镜头避开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不断强化肮脏的视觉空间：漂浮着垃圾污垢的苏州河，以

及河两岸的衰颓之景。导演用极度个人化的镜头深入被主流媒体所遗忘的角落，虚无的孤独感和荒芜

的信仰家园让这座城市显得晦涩和异样，处于焦躁中的人们不断质疑他们自身经历的情感和栖身的城

市。但是，现今的苏州河是否真的像镜头里描绘的那般丑陋污秽？娄烨的视角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

理，还仅仅只是个人化抒写的极端放大，又抑或是以这种讨巧的方式赢得国外各大电影节评审委员的

青睐？如此不客观地 “还原”城市景观的背后究竟是隐匿着导演个人悲天悯人、审时度势的历史胸襟，

还是以堂而皇之的理由来推介作者的个人喜好，并以此来掩饰潜意识中潜藏的后殖民心态呢？

总之，电影叙事的触角已经伸向上海街巷的各个角落和各式人群，借助地域为蓝本试图表达的道

德惩戒和悲喜人生往往较易充满富有现代性的艺术张力。颇具主观色彩的视觉语言又往往混杂着作者

对繁华都会的艳羡、对历史烟云的怀念，对殖民记忆的若即若离以及对上海遗风的认同或质疑。这当

中的心理悖论，对现代性的认知和对上海市民文化的扭曲，又常令人感到有影像处理简单化之嫌。我

们认为，对上海的书写，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首先都应强调文本的客观性、目的性，在相对了解上

海，并对上海怀有真情实感的基础上，才能更得心应手地将沪上景观和城市影像空间化为作者的叙事

手段和审美元素，并由此提升影片的精神指向和文化内涵，体现真正的上海城市意蕴和海派文化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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